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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数字

治理方面存在天然劣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地区，西部欠发

达地区的数字治理发展，应在理解数字治理内涵、可能性分析基础上，

分析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数字资源、“数字人”治理主体、城乡数字鸿

沟方面的困境及成因，试从城乡融合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顶层

设计和治理场域建构以及数字治理主体培育方面构建一条符合西部

欠发达地区数字治理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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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ath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the west
Wang Ling

Abstract: Digit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ur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y.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the west have natural disadvantages in digital
governance. As a key area of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the west, we should
analyse the difficulties and causes of digital resources, "digital peopl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the west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possibility analysis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ry to develop from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e will build a path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the west in term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op-level design and governance site constru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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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学术界不乏对乡村治

理、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探讨。在数字乡村、数字治理方面，中共中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电商普惠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1XJC790006）
巴中市 2022 年社会科学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巴中市数字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以巴中市文庙镇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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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繁荣发展网络文化，构建乡村数

字治理新体系
①
”这是中央对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数字治理做出的明

确要求，文件明确指出了我国现阶段数字治理存在着顶层设计缺失、

资源统筹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区域差异等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

发展不平衡，数字中国的建设应聚焦于数字乡村建设。二十一世纪以

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迎着政策红利尽管取得

了快速发展，但与我国中部、东部地区的差异并未明确缩小，西部仍

然存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在数字乡村建设上表现为城乡数字鸿沟大、

财政资源有限、科技水平低和人口流动不均等问题，总体上表现为可

用资源和所需资源的明显不对称。

数字乡村建设、数字治理建设作为现阶段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其不仅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口，是我国乡村发展现实所需，也是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梳理现阶段学界关于

乡村数字治理的研究发现，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体系构建
②③
、框架分

析
④
、内在逻辑

⑤
、问题对策

⑥
等方面，既有的相关研究为数字乡村建

设、数字治理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但仍有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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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研究对象上，我国城乡面貌有着地区性差异，乡村数字治理

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现有研究多基于宏观的体系、框架研究，缺乏

涵盖地区差异性的思考；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内

涵界定模糊，面临环境不同，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探究。其三，现有研

究集中于数字乡村的宏观研究，对数字治理及其路径探析研究较少。

基于现阶段学界研究，为了进一步探析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数字治理

的可能路径，本文立足于对数字治理内涵界定和理论依据的基础上，

以分析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治理面临困境为突破口，试探析出一条符

合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治理发展的路径。

一、乡村数字治理的内涵和理论根源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中共中央的战略规划，虽然我国数字

化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实际上数字治理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等问

题依然严峻。要解决数字治理区域差异问题，并最终推动数字乡村建

设、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理应在厘定数字治理内涵的基础上，准确把

握乡村数字治理相关理论，分析数字治理实现的可能性。

（一）乡村数字治理的内涵厘定

数字治理通常同政府治理联系在一起，学界对数字治理的内涵考

察通常基于欧美国家的数字治理发展过程，其涵盖电子政务、数字政

府、电子治理等多方面内容，跨社会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

例如，闫泽华基于社会学视角，认为数字技术所构建的新的社会空间

对原有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产生巨大的冲击，这可能会导致“技术作恶”

等一系列社会风险的产生，这就需要通过数字治理对“技术作恶”进



行有效反制，建立以人为核心的数字社会空间
①
；黄璜基于公共管理

学视角，通过对我国政府“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数字政府”不

同阶段的政策分析，认为数字政府建设核心目标应回归推进治理现代

化上，通过规范的顶层设计，实现数字政府在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的

协同重构，从而达到治理有效
②
。从不同学科领域对数字治理进行学

术研究，能推动数字治理学理体系的构建，为我国数字治理的实践开

展提供理论依据。

从治理目标来看，数字治理的学术研究、体系构建、实践开展，

最终会流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利用数字技术赋

能现有乡村治理体系，凭借数字化工具、手段、技术弥合现阶段乡村

治理体系的割裂，推动构建具有更高治理效能的乡村治理体系。因此，

对数字治理内涵的理解，应纳入现阶段我国乡村主要建构、施行的乡

村治理体系之中。学术界近年有关于“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

治”“五治”融合治理体系的相关研究，其中“智治”对应智慧治理，

即通过对治理体系、运行机制、工作流程的智能化再造以达到推进治

理方式现代化的目的。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智治”在

市域治理中是“智慧治理”，在乡村中理应是“数字治理”，我国乡村

地区治理环境比城市地区治理环境复杂，治理体系建构、完善难度远

超城镇地区，乡村地区数字治理实现需要经过数字建设-技术运用-

数字治理三重路径，只有当乡村熟练运用数字治理之后，才能同城镇

①闫泽华,王天夫.回归社会的数字治理——对一个案例的转型社会会学考察[J]西安交通大学
学报,2022(03)
②黄璜.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J].治理研究,2020,36(03)



地区一样，开展后续的“智慧治理”。换言之，“智慧治理”是“数字

治理”的第二阶段，而“五治”融合中“智治”于乡村而言，就是现

阶段乡村“数字治理”的开展。乡村数字治理涵盖了数字人主体、网

络资源及基础设施建设、治理场域构建等方面的内容，乡村数字治理

是基于数字技术，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主体、治理体系，纳入现有

乡村治理体系，同其他治理方式一齐运作的乡村治理过程。

（二）乡村数字治理的可能性分析

（1）现代化过程主体参与意识觉醒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预计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是现代化建设题中应有之

义。现阶段国家治理、乡村治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在要素、人口等

现代因素快速流动的背景下，以往“线下直接参与”的治理模式面临

的挑战剧增，这就要求“数字治理”“线上治理”来弥补现行治理

“缺口”。城镇地区有条件、能力进行数字治理，如城镇地区居民能

高效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网上投票、民意调查等。乡村地区，由于数字

技术运用“熟练度”不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加上实施的一

系列例如合并村等出于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乡村政策，若没有与之对应

的新治理手段出现，会导致乡村地区治理失效风险增加。随着现代化

发展，乡村地区群众对公共事务、公共事件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对于

乡村治理的参与意愿普遍提升，集中表现为现代化过程中，主体参与

意识的觉醒。亨廷顿认为，随着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

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



待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
①
。我国现代化发

展过程中的教育普及、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建设，会提高乡村群众对公

共事件的认知，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而当居民无法参与公

共治理或者其参与愿望无法得到满足时，居民就会将对“有效治理”

的期待转向对“政府作为”的评判。因此，乡村地区居民的“愿望”

“期待”的产生，实质上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也是主体参与意识的

觉醒，数字治理是现代化数字技术发展，治理主体要求参与治理应运

而生的。我国现代化任务是艰巨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乡村发展作

出了长远的谋划布局，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总目标涵盖多方面内容，数字治理的建设与

落实能助力我国乡村治理从“治理有效”走向“现代化治理”。

（2）反熟人社会的价值遵循

学界有学者指出现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了半熟人社会，事实上，西

部欠发达地区由于其根深的血缘、地缘关系，依然受到传统熟人社会

逻辑的影响。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人类天生的社会交往建立在两个

原则之上：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
②
。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人们会根

据与自己的血缘远近，对自己有遗传关系的亲属做出利他行为。在西

部欠发达地区，以同宗村落居多，这类乡村中的村民有着远近血缘关

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更容易出现“人情治理”的情况。随着个体

间的长期交互，会发展出共同利害关系，产生基于重复依赖、直接人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6-37
②[美]弗兰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4:397



际互动的信任关系。互惠利他原则是影响决策和治理重要因素，其为

“交情”“友情”此类手段提供了参与决策和治理的可能性，更严重

则可能导致寻租和社会腐败的发生。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其根深的同

宗观念、落后的教育水平等因素，依旧是以“小圈子”为主。强调人

治是“熟人社会”的特点之一，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因各种资源、技

术条件受限，“小圈子”显得更为牢固，部分少数民族集聚地存在盲

目排外现象，人治权威大于法治权威现象尤为严重。数字治理蕴涵着

“反熟人社会的价值遵循”，数字治理是在数字治理场域中开展的，

治理主体按照治理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决策，数字治理场域中有着符

号性、匿名性的特点，在治理主体做出决策时，有效地避免了亲戚选

择和互惠利他原则的影响，原有的“小圈子”被隔绝起来，依据最优

结果做出评判选择。此外，数字治理中的数据算法、云计算、AI 等

数字技术，皆是按照“最优”原则进行计算、选择，依照算法提供方

案更不会受到“交情”“物欲”非客观因素的影响。

（3）以“乡村共同体”身份展开集体行动

在数字治理之前的乡村治理，治理主体以乡村多元主体为主要行

动者，各方代表如村民、村党支部、村委会、新乡贤以及其他社会组

织成员利益侧重不同，乡村地区存在“多重身份”村民，他们既是普

通村民、又是党员、村委会代表等，这类村民面临多重利益抉择时，

个人理性往往主导多重身份村民做出选择。乡村治理是多元主体以乡

村公共事务为主要内容而展开集体行动，那么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问题

——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在



这里是完全值得思考的。如果将多元主体当做一个“行动集体”看待，

那么乡村治理中的公共物品供给难以避免“公地悲剧”“搭便车”和

自利行为。为了实现有效公共治理，理应采取措施减少治理过程中个

人效用发生。“唯一的要求是在大集团或组织中的个人行为应该是理

性的，即不管他们的目标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但他们实现这些目标

的手段应该是有效率的和有实际意义的”
①
。集团中的个人始终是以

“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在多元主体中，不论是以何种身份的治理主

体参与行动，都是作为“个体”的参与，难以带来明显效用。集体利

益权衡基于个体及个体关系，很难避免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发生。在数

字治理场域中，由于符号性和匿名性等特性，治理主体难以展开利益

博弈，治理主体是“乡村共同体”的“个体化身”，所有治理主体构

成“乡村共同体”的“数字主体”参与乡村治理，那么这就使得在数

字治理场域中的个体行动获得了集体理性目标——即乡村效用最大

化，这能有效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是数字领域内的乡村共同体再造，

也是治理主体以“乡村共同体”身份展开集体行动的过程。

二、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困境分析

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情况各异，本文就可能对数字治理产生影响

的因素，对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部分影响数字治理的同质性进行了梳

理，其一，地理区位条件特殊，部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困难。其

二，知识匮乏、技术落后。其三，存在少数民族集聚分布地区，同宗

观念较强。其四，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数字鸿沟大。其五，人口流动

①[美]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74



不均，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普遍。

（一）先天资源不足，后天重视缺失

数字治理的基本实施条件是数字技术运用和数字治理基础设施

搭建，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其本身复杂区位条件，网络基站、信息库、

数字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到各类线

上政务平台的构建，再到数字治理模式的常态化运行，每一步都需要

政府耗费巨量的财力物力
①
，治理成本高。加之部分乡村财政有限，

地方政府的财政多投入到“见效快”的公共服务之中，例如公路建设、

医疗卫生服务等。西部欠发达地区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明显不平

衡，投入重点放在城镇地区，城镇地区居民数字素养基础好、数字需

求高，投入重心放在城镇地区能取得较快成效。乡村地区的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成效甚微，仅能满足乡村居民的基本数字需要——数字信息

的获取与传达，但在部分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由于地方财政、资源

和技术等条件的欠缺，连乡村居民的基本数字需要往往也无法达到合

理满足，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数字基础建设，存在严重先天资源不足

缺陷。此外，西部欠发达地区大都是脱贫攻坚任务重点区域，尽管现

阶段脱贫攻坚任务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但是在这部分地区，往往还面

临“返贫防治”任务，并将返贫防治工作放在中心地位，乡村振兴作

为我国乡村发展的总体布局规划，其涵盖了产业、生态、治理、乡风

和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内容，乡村工作冗多繁杂，数字治理得不到“工

①冯朝睿,徐宏宇.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1,53(05):93-102.



作关注”。数字治理作为乡村治理中的一环，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到数字治理效用的发挥，中间需要漫长的时间，基层干部工作重心倾

向于见效快、政绩关联性高的乡村工作，这就会使得数字治理被排挤

出乡村工作圈之外或将其置于乡村工作“边缘地带”。实际上，数字

治理不仅能为“返贫防治”提供动态监测的技术支持，也能为乡村振

兴其他板块提供智力支持。总的来说，乡村数字治理从建设到效用发

挥需要一个长期建设过程，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

数字治理建设往往处在先天资源不足，后天重视缺失形式下。

（二）人口流动不均，数字治理主体缺失

乡村居民作为数字人主体参与数字治理是乡村治理发挥治理效

能的关键。事实上，西部欠发达地区，往往由于内生经济动力不足、

就业层次不高等问题，青年人外出务工选择比例远大于其他地区，乡

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更为严峻。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技术和教育层

面资源更为匮乏，留村村民素养往往无法满足以往传统乡村治理治理

需要，就更无法满足数字治理中“数字人”主体的需要。治理主体的

缺位不光是摆在数字治理面前的问题，同样是摆在乡村振兴面前的问

题。基于我国人口结构，现阶段乡村数字治理理应依靠青壮年，这一

部分人素质高、学习能力强，能快速学习数字治理知识、技能，并快

速融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中，以数字人主体身份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主要依靠乡村精英治理，特别是在

人口流动频繁的西部地区，村庄中掌握政治资源、具有乡村声望的人

在乡村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中老龄化、空心化



严重地区，“长者权威”“精英话语”对乡村工作开展与实施产生了

重要影响。这就导致乡村治理主要的“治理权力”掌握在少数的治理

精英手和权威长者手中，而作为乡村中的绝大多数——普通村民在乡

村治理中话语权极少。治理权力的行使全然仰仗于“治理精英”们的

个人动机，奥尔森认为“权力是由人执行的。历史的结果确实既依赖

握有权力的人的动机和自利行为，也依赖于他们的道德和性格。”
①
依

靠少数治理精英的乡村治理模式，往往成效较低。在数字治理场域中，

以乡村村民为主要构成的“数字人”主体介入乡村治理，每个“数字

人”主体如果具备基本数字素养，掌握数字技术和知识，在数字治理

场域中就能有效打破原有的治理精英话语体系和长者权威，能有效提

高治理效能。但实际上，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个人价值追求等因素，

乡村青壮年往往倾向于选择在城镇定居，存在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而

导致的不均衡现象。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存在大批的“户籍农民”，

即这一部分农民具有农村户口、保留了宅基地但是在城市生活，这类

农民适应城市生活、具有良好的数字素养、愿意参与户籍地乡村治理

工作，但往往由于生产生活需要、地理受限等原因而导致将这一部分

主体排除在乡村治理外。西部欠发达地区本就存在严重的人口流动不

均，人文社会构成复杂，使得这种不均格局更加难以协调，数字治理

平台搭建能在空间上打破这种不均格局，让缺失的治理主体重新回归。

（三）城乡数字鸿沟大，数字治理场域构建困难

①[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



近年来，在城乡融合发展规划的推动下，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彻底破除，在数字体系建设方面，城乡数字

鸿沟大，对农村数字乡村建设、数字治理易产生不利影响。数字治理

场域是基于数字环境和数字技术构建的全方位、多方面的城乡一体治

理场域。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城乡之间的数字环境和数字技术存在巨

大鸿沟，但数字环境和数字技术是数字治理场域构建的重要要素，也

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场域构建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数字环境是地

区对数字信息的收集、数字技术的使用与覆盖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的综合汇总。城镇地区因在技术、区位、基础设施、资本等方面具有

较大优势，能够较好地吸引投资者，自然成为了数字技术孵化创新的

主要阵地
①
。与之相反，西部欠发达乡村地区由于其地理区位、知识

技术、民族结构、人口流动等方面的复杂形势，增加了此类地区为数

字治理创造数字环境的困难，乡村地区在营造数字环境方面远达不到

城镇地区。不论是城镇地区的政府还是乡村地区的“两委”，同样面

临着数字技术突破难的问题。在网络技术应用加速进入公共治理场域

的过程中，由于面临技术和财力等约束，突破性技术创新通常由企业

部门组织发起
②
。城镇地区通过政企合作，往往能弥补资金和技术短

缺、数字化建设和运营不足等问题，这源于掌握技术创新的企业在城

镇地区有较高回报率。而在乡村地区，基于乡村的低消费水平和低投

入产出，掌握技术的企业在合作方面倾向于城镇地区，这就进一步加

大了城乡数字鸿沟。总的来说，乡村数字治理一定是在数字场域中进

①王廷勇,杨丽,郭江云.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问题及对策建议[J].西南金融,2021(12):43-55.
②韦欣.数字治理领域的政企合作及风险应对[J].求索,2022(03):182-188.



行实践，单单依靠乡村地区自身条件根本无法建立起系统有效的治理

场域，在本就各方受限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场域构建也更加困难。因此，

乡村地区数字治理发展唯有依托城镇地区，通过数字上的以城带乡，

才能逐步实现乡村数字治理长期的建设，如何弥合城乡之间巨大的数

字鸿沟，是摆在建立城乡一体数字治理场域的重要问题。

三、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治理的路径探析

推进乡村数字治理建设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如何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建立城乡一体

的数字治理场域，同时培育出具有高数字素质的“数字人”治理主体，

是推进乡村数字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数字治理内涵的厘定、

理论依据分析，以及对当前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的分析，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数字治理应从城乡融合发展与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顶层设计与治理场域建构、培育数字治理主体等方面入手

尝试构建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治理发展路径。

（一）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夯实数字基础

城镇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好、人员素质高、数字政府体系完善，

数字治理同样可以依靠“以城带乡”模式，以此建立城乡一体的数字

治理场域。

其一，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加快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新型

城乡化发展为我国未来城镇发展的作出了长期规划，其与数字乡村、

数字治理长期建设过程内在耦合。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

商贸一体化迎来了快速发展，城镇和乡村地区可以迎着数字经济发展



红利，加大对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依

托城镇化、商贸一体化过程中数字产业链、服务链的建设，为乡村地

区数字建设积累资金、技术等基本要素，推进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

扩大农村电商覆盖面，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农村消费

扩容提质升级，缩小城乡在技术、区位、基础设施、资本上的差距，

为数字治理的开展和实施打下物质基础。

其二，以城乡融合发展为依托，实现数字要素上的“以城带乡”。

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

配置，为此要实现数字要素下沉，补足乡村数字发展要素需要。一要

实现技术资源下沉，通过城镇地区的政企合作，将城镇地区从数字企

业处所获得的的技术、运营等知识对乡村地区进行共享，填补乡村地

区在技术上的缺陷。二要加快数字基建下沉，城镇政府要加大数字基

建投入，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划拨专项财政，将城镇地区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经验运用到乡村数字基建布局中，实现数字基建上

的“以城带乡”。

（二）夯实队伍建设，培育治理主体

治理主体缺失是数字治理面临的问题之一，对内要加快乡村数字

文化建设培育数字人才，对外要依靠“城归”人口补位。乡村对内数

字人才培养是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支撑，要通过数字化培训提升农村

人口数字素养；要展开网络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农民的信息保护意识；

通过村校结对、村院结对模式，加强农村与高校、研究所的合作引进

相关农业数字人才。乡村内部的人才培养需要经过较长时间，“城归”



人口能有效补位数字治理主体空缺。“城归”人口包括从农村走出去

的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城镇工作的产业工人、科技人员中的

返乡创业人员
①
。“城归”人口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能很快适应数

字治理需要，能有效补位乡村内部数字人才空缺，并且这些对农村有

认同感的“城归”人口能有效平衡城乡融合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过程

中的各种负外部性，要统计“城归”人口数量，打通“城归”人数字

治理参与渠道，积极吸纳“城归”人口到现阶段的数字治理发展进程

中。

（三）落实顶层设计，构建治理场域

2019 年 5月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指出了我

国现阶段数字治理存在着顶层设计缺失的问题；2022 年 4 月发布的

《2022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中就提升治理效能提出了农村党

建和村务管理智慧化、乡村社会治理数字化、乡村应急管理数字化、

农村疫情防控数字化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中央作出的总体规划确

保乡村数字治理的方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充分理解顶层设计的基础

上，因地制宜开展数字治理场域构建工作。在党建村务上，优化升级

村党员远程教育、信息统计系统，加快推进党务政务“网上化”，提

高乡村服务信息化水平。在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数字化水平上，要探索

适合村情的数字治理模式，将数字治理纳入现阶段实行的乡村治理模

式中，拓展数字治理应用场景。在应急管理智慧化上，西部地区由于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为此要建立智能数字网格

①叶兴庆.农业供给侧改革呼唤更多“城归” [N].人民日报,2016-12-19(005).



预报系统，加强监控。在数字疫情防控上，农村疫情治理成效是后疫

情时代乡村治理效能的直接表现，要建立农村疫情动态监测平台，实

行疫情常态化防控，对局部偏远地区实行网格化检测。

四、结语

在数字化加速发展背景下，数字治理建设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路上的重要环节，数字技术作为工具理性已然成为未来社

会治理的范式转变和制度创新方向所在。现阶段，学界不同学科都在

试图建构数字治理总体框架，但中央文件中提出的区域差异问题仍缺

乏关注。实际上，我国主要矛盾突出在“不平衡”上，地区发展、城

乡发展、乡村治理发展“不平衡”尤为突出，将数字治理建设目光放

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能有效缩减我国各地区间的差距。为了构建更为

合理的数字治理体系以推动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还需要更深入分析

数字治理的内涵、理论依据，关注各区域的发展困境和特殊情况。数

字治理需要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乡村社会情

境更为复杂，地区差异更为明显，实现有效的数字治理更是任重道远。


